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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影響地方企業或全球企業的眾多複雜因素中，有四個值得一提，它們在過去二十五年徹底

改變了營商的環境。頭三個因素彼此關係密切：（1）全球化、（2）嶄新的通訊科技，以及（3）

經濟金融化。第（4）個因素是文化轉變，其中個人主義的挑戰，以及隨之而來的相對主義和功利

主義的道德體系，為基督徒商業領導人危害最大。當然，還有影響現今商業的其他因素（國家規

管、國際組織的角色、工會、環保問題、工作與家庭之間緊張的關係等等）。雖然這一切因素都

值得研究分析，但為求言簡意賅，我們只會探討上述四個因素。  

 

18. 全球化：全球化經濟秩序的出現，是我們時代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全球化」一詞，指資源

投入（尤其是勞動力與資金）與產品在全球的流動量激增，繼而帶動日增的社會聯繫網。隨著冷

戰的結束以及新興市場的開放，世界各地的企業市場迅速擴展。這既創造新機遇，也形成新威脅

。之前在世界經濟體系之外的國家，如今都能參與其中而得益。高效率的運作創造更多產品和服

務，使更多人負擔得起。與此同時，全球產量雖增長，但在收入和財富分布方面，無論在國內抑

或在國與國之間，都出現了更大的不公平。在多個區域經濟區內，貨物自由流通以及使用同一貨

幣政策，都有利於貿易，並刺激創新。可惜，工人往往未能獲享相稱的流動自由去尋找就業機會

，尤其是使用同一貨幣的地區，當國家或地方政府為處理地區性危機而試圖推行有效的經濟政策

時，同一貨幣政策所導致的限制，就有可能使整個政治體系陷於困境。同時，市場所及之地域，

也從文化相近變成文化多元。這現象的好處是促使不同文化更深入地互相交流。然而，若果競爭

激烈，標準化產品主導了全球巿場，致使多樣性式微，那麼，文化霸權（cultural imperialism

）之弊便會顯而易見。教宗本篤十六世在總結這些不同的發展趨勢時說：「社會不斷全球化，雖

然使我們成為鄰人，但沒有使我們成為兄弟」。  

 

19. 這一切變化的背後，是「資本取得了新的自由」這個根本的現實。企業在某些國家賺取利潤

，卻不再需要向當地人民承擔責任。經濟力量等於取得了治外法權地位。企業可爭取獲利的機會

，卻獨立於國家權力當局；如此一來，企業不僅在經濟結構內，也在社會結構內發揮關鍵作用。

因此，全球化改變了經濟及政體的基礎，也削弱了個別國家的自由度：在過往固定的領土範圍與

國家的政經體系息息相關，全球化使得跨國企業可以在一個國家生產物品，在另一個國家交稅，

並且在第三個國家申領援助。在這新的形勢下，企業對造福或破壞社會的左右力便更大。  

 

20. 通訊科技： 互聯網所帶來的通訊科技革命，對商業管理產生了重要影響，包括積極和消極

兩方面。從積極方面來說，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合作方式，可為古老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法，並有助

研發新產品，這都大大減低人們從世界各地聯絡的成本。新的商業模式以獨特方式把合作與競爭

結合在一起，去應對過去難以滿足或根本無法滿足的需要。通訊科技也使消費／持分的團體向環

球企業施壓的能力提高，更易於揭發業者的不良行徑，諸如在較貧窮地區，他們在人權以至環境

保護等方面的做法。這些行動都會使向來力求負責任的企業知所行，避免受懲罰。  

 

21. 從消極方面來說，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講求即時滿足而且信息過量的世界。誠如一般人都發

覺，在這樣的世界，急事取代要事。突來的溝通需要我們即時注意，收到的每一個訊息都成了優

先處理的事。我們好像沒有時間對複雜的問題作深思熟慮的決定。就算是作出重要決定，也漸見

思考不周，而彼此交流的信息也太少。商業領導人在準備作出決定和解釋為何要作出這樣的決定

時，就更困難，只好依賴個人經驗。在此情況下，他們的個人價值觀和信念在制定決策時更形關

鍵。 

 

22. 經濟金融化：全球化、擴張的市場與收益，以及新通訊科技的結合，就突顯了金融在商業中

的地位。「金融化」一詞指資本經濟的重心由生產轉向金融，而金融界的收入和利潤，也在環球

經濟中所佔的分量越來越大。金融界的機構、工具和動機，正大大影響商業運作和人們對商業的

理解。儘管近年發生的金融危機導致人們猛烈批評金融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但是金融界亦帶來



正面影響，比如，讓更多人更容易取得信貸，用來生產和消費；藉衍生工具分散風險；開闢融資

渠道以增加生產等。金融界亦設立具社會或道德責任的基金，讓投資者選擇支持或迴避某些行業

／公司，以鞏固可持續的商業系統。金融界日形重要、發展迅速，在金融危機期間取得若干可觀

成果之後，更加得以進一步增長。《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指出這類投資的準則：「我們必須

努力——這點極其重要——不僅在經濟體系或金融界中建構「道德」的部分，還有確保整個經濟

體系——整個金融界——都合乎道德標準，不僅僅外在標示著道德，還要滿全其本質上的固有要

求」。 

 

23. 金融化雖有上述積極的發展，但本身也導致各種不良趨勢和後果。本文只探討其中兩個：商

品化和短期利益主義。金融化傾向把企業完全商品化，把企業的意義貶為價格。金融界尤其把商

業的宗旨等同為股東取得最大財富，助長了商品化的趨勢。股東的利潤成了商業領導人衡量自己

表現和價值的唯一標準。在當前的風氣下，「為股東賺取最大財富」依然是主流意識，也是不少

商業學院教導的主要理論。與商品化一起出現的是短期利益心態；在此心態下，商業領導人就難

免專注於短期成就的潛力，而低估過度冒進和策略失敗的風險。能夠在較短時期內獲取巨大財富

的機會，就誘使不擇手段的產生。教宗本篤十六世就注意到這危險：「毫無疑問，企業最大危機

之一，是它們幾乎只是向投資者交代，因而局限了自身的社會價值。……能夠堅定不移、對公司

的長遠生命和成果負責的董事已經越來越稀有」。  

 

24. 文化轉變：如上文所述，國與國之間通過全球化、人與人之間通過科技，帶來嶄新的接觸方

式，因而導致顯著的文化轉變。對身為基督徒的商業領導人來說，兩個相關的主要文化轉變是：

西方世界轉向個人主義，以及家庭破裂更普遍。經濟甚至社會都興起了強烈的功利主義，整個社

會漸趨追求「一切對己有利」，毫不考慮對他人的影響，因而為家庭生活帶來不良影響。人們把

「價值」看作是相對的，所謂價值，就是以個人喜好和商業利益來衡量。工作成為每個人換取生

活享樂的手段而已。權利也變得比責任更重要；人們不再考慮為公益而付出。這些心態驅使高層

管理人員只謀分紅，僱員視一切利益為理所當然，而顧客則追求即時的滿足。  

 

25. 幸好近年有了一些新興運動和計劃，旨在更認真地探討商界的道德與靈性生活。這些運動和

計劃有「信仰與工作」小組、工作靈修坊、商業倫理培訓，以及社會責任項目等，這些都有助商

業領導人在管理公司時，秉持聖保祿勸諭的精神：「當考驗一切，好的，應保持」（得前 5:21）

。許多這樣的團體和運動都幫助商業領袖領悟到他們的角色是使命，並明白到他們的企業有責任

為公益作出貢獻。 

 

26. 毫無疑問，全球化、先進的通訊科技和金融化，都能有益於人類團體，即使適當地關注短線

的金融表現也可以是好的，但它不宜成為決策的唯一考量。而且，上述一切趨勢必須接受《福音

》所啟迪的社會倫理原則的指引，並紮根在優良的文化體制之中。沒有福音持續的薰陶，上述各

種趨勢就有可能破壞「整全的發展」。因此，教會社會訓導和我們對天主愛的信仰，正正能在這

方面給我們提供真確可信的論述，使商業領導人得以滿全基督徒的召喚。 

 

50. 商業的三大目標 

甲-尊重人性尊嚴(教會訓導原則) 

乙-追求公共福祉(教會訓導原則) 

丙-商業可落實的原則 

1. 當產品真正優良，服務真正到位（services which truly serve），商業才算為大眾福祉作出

貢獻。 

2. 商業需與貧窮人保持團結共融，具體方法是尋找機會服務不幸者、弱勢社群和有需要的人。 

3. 商業貢獻社區，是透過促進人工作的尊嚴。 

4. 商業透過輔助原則，給予僱員機會，行使適當的權力，履行機構的使命。 

5. 商業為資源管理樹立榜樣，無論是人力、資金或環境方面的資源。 

6. 商業按公義為所有持份者（僱員、顧客、投資者、供應商以及社區）分配資源。 


